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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文】 

宋人的“华夷之辨”与“中国”意识 

          ——以出使辽金行记为中心的考察 

 

江 湄1 

 

摘要：本文把宋朝的出使辽、金行记作为思想史的材料来研究，考察宋朝汉族士人对异质文化、

对“华夏”与“夷狄”之别的切身感受和认知，从而为进一步理解宋代“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

提供一个具体的文化心态背景：宋人所欲严辨之“夷”，是杂糅华夷、兼容胡汉的“今之夷狄”，

它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甚至将取而代之。两宋“华夷之辨”的峻急、“中国”意

识的强化，正好说明还另有一种北朝的“中国”意识的存在，并对之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威胁。在

以后的历史进程中，宋朝以“华夷之辨”为标准的、具有现代民族主义色彩的“中国”意识并非

主流，一种包容广大、多种异质性并存的“中国”意识已出现于北朝。 

关键词：宋代   辽、金行记   华夷之辨   “中国”意识 

 

一、引言 

 

10至 13 世纪，北方游牧民族纷纷建立中央集权国家，辽、金、蒙古相继与两宋鼎立对峙；

西夏、高丽在当时的“国际社会”中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南方还存在着独立的大理、吐蕃和

安南。两宋与辽、金、蒙古并称天子，划定国界，互通使节，订立和约，建立了堪称“国际”之

间的平等外交关系。自称“中国”的宋朝不再是天下共主，甚至不是霸主，对宋人来说，传统的

以“中国”为中心的天下秩序已然成了想象。 

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宋朝士人继承中唐以来由韩愈倡导的“严华夷之辨”而阐发弘扬之，

春秋学、正统论自北宋庆历年间兴起，而至南宋愈来愈盛，一致地以“严华夷之辨”为主旨，“华

夷之辨”遂成为两宋时代的一个思想主题，一种极具时代性格的政治与文化意识。春秋战国时代，

已经产生“华夏”与“夷狄”相区别相对立的意识；自汉以来，随着“华夏”、“夷狄”势力之消

长，关于华夷关系一直存在着两种主流论调：一种是主张“以夏变夷”、天下一家；一种是间隔

华夷，严华夷之防。但总的来说，所谓“华夷之辨”并不强调绝对的种族之见，而指的是一种文

化高低之别即“文野”之别，且为“以夏变夷”留有很大余地，若“夷狄”能接受“华夏”礼乐

文明则进于“中国”。但是，宋代的“华夷之辨”显然更加激烈和绝对，以至坚决反对让“夷狄”

接受乃至接触“华夏”文明，认为应该让“夷狄”安于他们自己的生活方式，因为“夷狄”一旦

接触到了先进的华夏文明，他们的贪心野心就会被激发出来而给“华夏”带来祸端；
2
甚至主张，

“夷狄”介于人与禽兽之间，和“华夏”有着本性上的绝对差异，根本不可能真正接受先进的礼

乐文明。
3
这样的思想意识在南渡之后更加强烈。自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将两宋“华夷之辨”

                                                        
1 作者为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从事中国史学史、史学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2《新唐书》“四夷列传”的序论引用唐人刘贶之论，批评班固“其来慕义，则接之以礼让”的主张，很具有代表

性。《新唐书》卷 215《突厥上》，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6025 页。 
3 如苏轼说：“夷狄不可以中国之治治也。譬若禽兽然，求其大治，必至于大乱。先王知其然，是故以不治治之。”，

《苏轼文集》卷 2《王者不治夷狄论》，北京：中华书局，1986 年，43 页；刘敞说：“夫夷狄中国，其天性固

异焉，是故谨吾色，毋出于礼，……虽有攫孥之心者，知不可往焉而止矣。” 《宋文鉴》卷 96《治戎下》，《吕

祖谦全集》第 13 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 年，711 页。朱熹说：“至于禽兽，亦是此性，只被他形体

所拘，生得蔽隔之甚，无可通处……到得夷狄，便在人与禽兽之间，所以终难改。”《朱子语类》卷 4, 长沙：

岳麓书社，1997 年，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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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作中国民族主义的渊源、国族意识的萌芽。
1
 

    当然，也正是在这样的历史形势下，宋朝根本不可能将“夷狄”隔绝于“华夏”之外，现实

状况正好相反，宋朝与各种“夷狄”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更加密切，尤其是与辽、夏、

金、高丽、蒙古之间有着空前频繁的使节往来，与前代相比，中原的汉族士人反而有了更多的机

会亲临“异域”，身接“夷狄”，亲身接触、切实观察和感受一种与中原汉族农耕社会大不相同的

异质文化。为了显示文化优势，宋朝往往派出当时有名的学者、文人担任使节，这些人回国之后

要记录出使情况并上呈朝廷，有些人还撰写笔记性质的私人记录。此外，使臣们大都沿途赋诗以

记录见闻，抒发感思，留下了大量的纪行诗歌。这些文献十分具体、生动、细致地反映出宋代士

人对异质文化、对“我者”与“他者”之别的切身感受和认知。以往的研究主要将之看成是研究

边疆史地和外交史的史料，但是，在这里，我打算把它们作为思想史的史料来考察，这些文献中

所记录、描述的“异域”和“夷狄”，恐非仅仅是物质性的实存，同时也是宋朝汉族士人对生存

空间、文化世界所进行的一种分类、解释和建构。那么，对我来说，这些使者的记录是否符合历

史真相就没有那么重要，而其中的想象、偏见、错觉毋宁更加重要，因为它们和所谓的“事实”

混溶在一起，透露着那个时代很重要的文化心态：宋朝士人怎样去观察、描述同时也是界定、评

价“异域”与“夷狄”？他们如何与异己的“夷狄”进行交流？在“异域”对“夷狄”的亲身观

察、感受和认知，是否能对汉族士人有关“夷狄”、“中国”、“天下”的传统成见带来什么冲击？

他们在感受上思想上如何适应并重新理解自己所身处的那个已经大大不同的“天下”？我认为，

对这些具体的文化心态的考察，将有助于我们对宋代“华夷之辨”的思想观念有一些更加深入的

理解、更加复杂的认识。 

宋人的“华夷之辨”主要针对辽、金而发，所以本文将以出使辽、金行记为重点进行论述和

分析。 

 

二、北宋使者的契丹印象与“天下”观的变异 

 

自澶渊之盟（1004）直到宋金订立海上之盟（1122），宋辽之间维持和平达 120 年之久，其

间，双方保持平等的外交关系，互派使者名目多达 12种，往来十分频繁。2根据刘浦江的考证，

见于各种文献著录的使辽行记有 21 种，另有富弼、沈括的 3 份专题报告，得以全部或片段保留

至今的有 9种：路振《乘轺录》、王曾《契丹志》、薛映“行程录”、宋绶“行程录”、陈襄《使辽

语录》、沈括《熙宁使虏图抄》、宋抟《行程录》、晁迥《北庭记》、张舜民《使辽录》。3再加上王

                                                        
1 参见吕思勉：《吕著中国通史》，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年，441 页；又见《中国民族精神发展之

我见》，《吕思勉遗文集》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 年，184-185 页；蒙文通：《肤浅小书》，饶

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251-252 页；牟润孙：《两宋春秋学之主流》，《注

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69-70 页；宋鼎宗：《春秋宋学发微》，台北：文史哲出版社，

1986 年，237 页；傅乐成：《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汉唐史论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 年，365

页；许倬云：《我者与他者——中国历史上的内外分际》，北京：三联书店，2010 年，77 页；葛兆光：《“中国”

意识在宋代的凸显——关于近世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远源》，《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

北京：中华书局，54-55 页；也有国外学者指出，宋、明的“华夷之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远源，见 Rolf 

Trauzettel, ”Sung Patriotism as a First Step toward Chinese Nationalism” (宋代爱国主义作为朝向中国民族主义的

第一步),in John W. Haeger, ed, Crisis and Prosperity in Sung China (Tucson:University of Arizona 

Press,1975),pp.199-214。 
2 聂崇歧：《宋辽交聘考》，《宋史丛考》，台北：华世出版社，1986年，283-286页。 
3 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其他的相关研究还有：傅乐焕：《宋人使辽语录行程考》，《辽史丛考》，北京：中

华书局，1984年；赵永春：《宋人出使辽金语录研究》，《史学史研究》1996年第 3期；李德辉：《论宋人使蕃

行记》，《华夏文化论坛》，吉林大学出版社，2008年；李德辉：《论汉唐两宋行记的渊源流变》，《中华文史论

丛》2010年第 3期；石光英：《从《奉使辽金行程录》透析辽代社会生活》，吉林大学 2006 年硕士学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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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的《燕北录》，应该有 10种。1另外，尚有大量的纪行诗歌可以作为补充材料。2 

两汉时代，中原汉族形成了比较稳定的“四夷”意象，尤其是《后汉书》基本上按照“东夷”、

“南蛮”、“西戎”、“北狄”的顺序编纂外族历史，形成了日后正史“四夷传”的典范。在汉代形

成的“四夷”意象中，“北狄”以畜牧为业，逐水草迁徙，没有定居的城郭、房屋、耕地，食肉

衣革，长于骑射，侵伐攻战盖为天性，贪婪好利，不知礼义，无伦理纲常。“四夷”之中，“北狄”

与“中华”在生产生活方式、风俗、价值观念上适相反对，甚至在道德上成了“恶”的象征。“中

华”与“北狄”是两个完全不同且敌对的世界，也正因如此，“中华”对“北狄”产生了一种对

等意识。3在宋人心目中，契丹属于“四夷”之中的“北狄”。《新五代史》、《文献通考·四裔考》

都将契丹侧于匈奴、鲜卑、突厥之列，总归于“北狄”，并沿袭了《史记·匈奴列传》所描述的

传统“北狄”意象。4北宋士人论“华夷之辨”时，所持也多是传统的“夷狄”观念，将“华”

与“夷”完全对立起来，以“华”代表文明，“夷”代表野蛮。如石介在《中国论》中说： 

    夫中国者，君臣所自立也，礼乐而自作也，衣冠所自出也，冠婚祭祀所自用也，衰麻丧

泣所自制也，果蔬菜茹所自殖也，稻麻黍稷所自有也。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

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

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其俗皆自安也，相易则乱。
5
 

然而，北宋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关于“夷狄”的传统成见在现实中已经行不通了，他们

所面对的契丹包括西夏作为“今之夷狄”，与匈奴、突厥等“古之夷狄”有着重大的差别。今之

“夷狄”学习吸收“中国”的制度和文化，好尚与“中国”相同，已不以“夷狄”自处，在文化

上颇为自信，武力又强过“中国”，已经有了挑战“中国”甚至取而代之的野心和实力。庆历四

年（1044）六月，富弼根据出使契丹调查所得上呈《河北守御十二策》，一开始他就说： 

    契丹侵取燕、蓟以北，拓跋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英豪，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

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

令，是二敌所为，皆与中国等。而又劲兵骁将长于中国，中国所有，彼尽得之，彼之所长，

中国不及。当之中国劲敌待之，庶几可御，岂可以上古之夷狄待二敌也？
6
 

庆历三年七月，韩琦上疏坚决反对与西夏议和，提出“大新纪律”的七项主张，他也强调： 

     切以契丹宅大漠，跨辽东，据全燕数十郡之雄，东服高丽，西臣元昊，自五代迄今，

垂百余年，与中原抗衡，日益昌炽。至于典章文物饮食服玩之盛，尽习汉风，故虏气愈骄，

自以为昔时元魏之不若也，非如汉之匈奴，唐之突厥，本以夷狄自处，与中国好尚之异也。
7
 

他指出，面对如此“夷狄”，宋朝如今根本就是“朝廷之将危，宗社之未安”，其形势之严峻

远超贾谊所说“可恸哭太息”，而是要“昼夜泣血”了。那么，那些亲身来到契丹本土的“中华”

使者，他们眼中的今之“夷狄”又是怎样的呢？他们的所见所感是怎样验证、补充着抑或改变、

突破着他们心中固有的“华夷之辨”？ 

                                                        
1 王易于 1058 年（宋仁宗嘉祐三年）出使辽朝，撰有《燕北录》，收录于涵芬楼《说郛》卷 38。但根据《续资治

通鉴长编》，王易于庆历二年和皇祐四年充贺正旦副使出使辽朝，并无于嘉祐三年出使的记载。 
2 除收录于个人文集外，蒋祖怡、张涤云编纂的《全辽诗话》对北宋使辽诗辑录较全。长沙：岳麓书社，1992

年。 
3 参见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第十一章《汉人的形成：汉代华夏对四方异族的多元意象》，

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年，216-220 页。 
4 欧阳修：《新五代史》卷 72《四夷附录》，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885 页；马端临：《文献通考》卷 340《四

裔考》十七，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9413 页。 
5 石介：《徂徕集》卷 10，北京：中华书局，1984 年，116 页。 
6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0“庆历四年六月”，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3640-3641 页。 
7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42“庆历三年七月”，341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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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入辽境，使者们都亲眼见证了如今的“北狄”绝非一个纯然的游牧世界，他们沿途经过了

三个不同的区域，有着不同的种族、文化和生产生活方式，界限清晰。使者们以“中国”为坐标，

按照与“中国”地理和文化距离的远近来看待、描述这三个地区的特点。当时宋辽边境是雄州的

白沟河，但对于宋朝使者来说，这里并不是华夷的分界线，他们踏入的幽燕之地并非“异域”而

仍然是“中国”。使者们首先在辽南京受到隆重招待，他们一律按照唐时建制称之为“幽州”。1008

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契丹圣宗统和二十六年），使者路振看到繁华的幽州基本上保持着中

土风俗：“居民棋布，巷端直，列肆者百室。俗皆汉服，中有胡服者，盖杂契丹、渤海妇女耳。”

他和幽州客司汉人刘斌交谈，从他那里获知“虏政苛刻，幽蓟苦之”，还了解到“燕、蓟民心向

化”的种种事迹。160余年之后，沈括于 1075 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大康元年）出使辽朝，

他看到，这一地区虽然“衣冠语言皆其故俗”，但“男子靴足幅巾而垂其带，女子连裳”，已明显

有异于“中国”。21089 年（宋哲宗元祐四年，辽道宗大安五年）出使辽朝的苏辙行至燕地则发出

了“哀哉汉唐余，左衽今已半”的叹息。3回朝后他上报说，以往论者所言“北朝”苛虐燕地汉

人的情况已属旧闻，根据他所访问到的近况，辽在燕地的治理“盖亦粗有法度，上下维持，未有

离析之势也。”4这说明，至 11 世纪末，宋人明显意识到辽朝对燕地汉族的统治是相当稳固的。 

对于宋朝人来说，真正的华夷分界是幽州以北燕山古北口一带，而以古北口外的摘星岭（今

名十八盘岭）为标志，5在宋人的行记和诗歌之中，它有一个动人哀感的名字：思乡岭或辞乡岭。

这里形势险要，道路狭窄迂曲，作为农耕区和半农半牧区的分界线，两边景观差异明显，宋使至

此都会深感“今朝识天意，正欲限华夷”。61125 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辽天祚帝保大五年，金太

宗天会三年）正月，辽灭亡在即，许亢宗一行出使金国至于古北口一带，在他们眼中：“山之南

地，则五谷、百果、良材、美木，无所不出，出关来才数十里，则山童水浊，皆瘠卤。弥望黄云

白草，莫知亘极。盖天设此，限华夷也。”7  

一过古北口即是“蕃境”。由古北口北至中京（今内蒙古宁城西）北本是奚国，唐在这一区

域设饶乐都督府以羁縻之，这一地区半耕半牧，受中原文化影响甚深。1012 年（宋真宗大中祥

符五年，契丹圣宗统和三十年），使者王曾概括描述了以山区农业为主而辅以畜牧的奚境景观：

“居人草庵板屋，亦务耕种，但无桑柘，所种皆从垄上，盖虞吹沙所壅。山中长松郁然，深谷中

多烧炭为业。时见畜牧，牛马骆驼，尤多青羊黄豕。亦有挈车帐逐水草，射猎。食止糜粥粆糒。”
8奚国本来是一个由五部组成的部落联盟，契丹将之征服后设奚王府部，作为唯一一个异族与五

院部、六院部、乙室部并列，成为契丹的四大部族之一。9在契丹人看来，奚人相比于境内的其

他民族，与自己在种族和文化上无疑最为相近，关系也最为密切。而在宋使眼中，此地“风烟不

改卢龙俗”，“物俗依稀欲慕华”，10让他们产生了亲切感。苏辙甚至“汉奚”连称，认定奚人切盼

重归中华：“汉奚单弱契丹横，目视汉使心凄然。”11 

过中京以北崇信馆（今内蒙赤峰市以北四道沟梁处）即进入“契丹旧境”，
1
对宋人来说至此

                                                        
1 路振：《乘轺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北京：中华书局，2004 年，47-53 页。 
2 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32-137 页。 
3 苏辙：《燕山》,《栾城集》卷 16，《苏辙集》，北京：中华书局，1990 年，319 页。 
4 苏辙：《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五道》，《栾城集》卷 42，《苏辙集》，748-749 页。 
5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94、143 页。 
6 刘敞：《出山》，《公是集》卷 21，《宋集珍本丛刊》9 册，北京：线装书局，2004 年，513 页。 
7《许亢宗行程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233 页。经陈乐素考证，这一行程录的作

者应是“管押礼物官”钟邦直。陈乐素：《三朝北盟会编考》，《求是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 年。 
8 王曾：《上契丹事》，同上，103 页。 
9 参见蔡美彪：《辽朝史概述》，《辽金元史考索》，北京：中华书局，2012 年，13 页。 
10 苏颂：《奚山路》，《苏魏公文集》卷 13，北京：中华书局，1988 年，171 页。 
11 苏辙：《出山》，《栾城集》卷 16，《苏辙集》，32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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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到真正的“异域”。当苏辙来到木叶山广平淀，他亲眼见证了契丹本土的荒蛮穷陋：“奚田可耕

凿，辽土直沙漠。”他把眼前的荒凉景象与齐鲁大地的富饶繁庶加以对照，最后指出：“天工本何

心？地力不能博。遂令尧舜仁，独不施礼乐。”
2
其诗表达出宋人典型的“华夷之辨”：华夷之分、

文野之别就像阴阳昼夜的对比一样，乃是天意设定的一种自然秩序，“夷狄”既不可也不能施以

礼乐而化之。 

使者们沿途所见契丹国土的景观已足以使他们意识到，现实中的辽朝已经突破了传统的“北

狄”意象，它先后将燕云十六州、奚国还有渤海国纳入版图，境内并存着多种民族、文化、经济

生产方式，鲜明地呈现出一种多元、混杂的景象。但是，脑子里充满了传统“北狄”意象的宋朝

使者，他们应付这个变化了的世界的办法，就是把“大契丹国”分裂开来，仅仅把契丹旧境看做

是“契丹”，而使之符合原本的“北狄”意象，这样一来，“夷狄”毕竟、终究还是“夷狄”。 

使者们大都对契丹的饮食、器物、服制、礼仪、制度进行了观察和描述，他们观察之细致、

描述之详细足以说明这些事物引起了他们强烈的好奇和重视。在他们的眼中，这些事物充满了“中

国”因素与“夷狄”因素巧妙而奇特的混杂，这一切使他们感到熟悉而又陌生，因而印象深刻。 

1020 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契丹圣宗开泰九年）出使的宋绶是第一个来到木叶山广平淀的

宋朝使者，位于潢水（今西拉木伦）、土河（今老哈河）交会处的木叶山相传是契丹族的起源地，

契丹于此地祭天，也是冬捺钵之处。
3
宋绶看到，在木叶山广平淀散布着一种极具契丹特色的建

筑“毡屋”，它将帐篷和房屋结合成一体，号为“宫殿”，与“大帐”错杂相间，全部按照契丹的

拜日信仰坐西向东：“东向设毡屋，题曰省方殿。无阶，以毡藉地，后有二大帐。次北又设毡屋，

题曰庆寿殿，去山尚远。国主帐在毡屋西北，望之不见。”
4
彭汝砺于 1091 年（宋哲宗元祐六年，

辽道宗大安七年）至广平淀朝见辽道宗，他仔细打量了号为“省方殿”的毡屋，它仿照汉式宫殿

的基本形制但在装饰上极富民族特色：“其门以芦箔为藩垣，上不去其花，以为饰，其上谓之羊

箔。门作山棚，以木为牌，左曰紫府洞，右曰桃源洞，”“山棚之前作花槛，有桃、杏、杨柳之类。”

进入省方殿，见“前谓丹墀，自丹墀十步谓之龙墀殿，皆设青花毡。其阶高二、三尺，阔三寻，

纵杀其半，由阶而登，谓之御座。”在这里，他深深感到契丹“地大君臣气已骄。”
5
沈括于 1075

年（宋神宗熙宁八年，辽道宗大康元年）五月来到辽夏捺钵之地庆州（今内蒙古巴林右旗西北）

永安山，这里是契丹的又一处圣地，圣宗、兴宗、道宗皆葬于此地。位于永安山附近的“单于庭”

将房屋、毡庐、帐篷混合在一起，依山而建，处茂草丛中，不设城垣围墙，全部坐西向东。房屋

是辽主和太后的朝寝，毡庐“不过数十”，庭前立松干作为标志，一人持牌立松干之间，号称“閤

门使”；又有六、七座大帐，挂着中原朝廷官署的名号：“中书”、“枢密院”、“客省”。沈括注意

到，东面有一座毡庐，旁边停驻着六辆毡车，前植大纛，号称“太庙”。旁边犊儿山以北十余里，

有契丹小民以车骑载货聚于山间，号称“市场”。沈括所描绘的“单于庭”有一种强效中华的拙

劣浅陋，而他强调的是其中不变的“北狄”特性：“大率其俗简易，乐深山茂草，与马牛杂居，

居无常处”。
6
 

    1008 年（宋真宗大中祥符元年，契丹圣宗统和二十六年）出使的路振详细记录了契丹的饮

食及其器具。路振一行在辽南京受到契丹官员的隆重接待，宴席是契丹风味的，规格很高：“文

                                                                                                                                                                       
1 薛映于大中祥符九年（1016）出使契丹，至上京。所撰《辽中境界》说：“自过崇信馆，即契丹旧境。盖其南

皆奚地也。”见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05、107页。 
2 苏辙：《木叶山》，《栾城集》卷 16，《苏辙集》，321-322 页。 
3《辽史》卷 37《地理志·上京道·永州》，北京：中华书局，1974 年，445 页；《辽史》卷 49《礼志·吉仪》，

834 页。 
4 宋绶：《契丹风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15 页。《辽史》卷 32《 营卫志中》对

“毡屋”描述详细，375页。 
5 彭汝砺：《广平甸》及自注，《鄱阳集》卷 8，《宋集珍本丛刊》24 册， 82 页。 
6 沈括：《熙宁使契丹图抄》，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60-16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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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器盛虏食，先荐骆糜（乳粥），用杓而啖焉。熊肪、羊、豚、雉、兔之肉为濡肉（湿肉），牛、

鹿、雁、鹜、熊、貉之肉为腊肉，割之令方正，杂置大盘中。二胡雏衣鲜洁衣，持帨巾（佩巾），

执刀匕，遍割诸肉，以啖汉使。”他们到中京后先后觐见辽圣宗、萧太后，并参加庆贺圣宗生辰、

为国母上寿的盛大宴会，路振又详细记述了宴会上进酒的礼仪，可补《辽史·礼志》之不足。其

仪式大致仿效宋朝，严格遵循君臣尊卑上下之序，相当繁缛而郑重。他注意到，契丹帝后好用玉

制酒具，酌酒用玉瓘、玉盏、大玉斝、光小玉杯，盛酒用玉台、银盘，形质精巧奢华。1 

余靖曾于庆历年间三次使辽，取得重要的外交成果。余靖通契丹语，在辽兴宗面前用契丹语

赋诗，兴宗大悦，为之饮酒。2余靖所上《语录》今已不存，但他根据见闻和调查所记的《契丹

官仪》，是记载契丹南北双面官制的原始材料，具有很高的价值。31020 年（宋真宗天禧四年，契

丹圣宗开泰九年）出使的宋绶看到契丹服饰也是二元制的，国母与蕃臣皆胡服，国主与汉官则汉

服。他尤其仔细观察了蕃官服饰，《辽史·仪卫志》“国服制朝服项”就是增改宋绶所记而成。4蕃

官所戴“毡冠”在他看来乃是自汉魏乌桓“步摇冠”演变而来，上以金花为饰，或加珠玉翠毛；

又有“纱冠”，制如乌纱帽，但无檐，不压双耳，额前缀金花，上结紫带，带末缀珠；或戴紫皂

幅巾和绿巾；头冠与所着衣服是相配的，有着明显的等级差别，还随身佩戴弓箭、扞腰（以貂鼠

或鹅项鸭头所制）。5从使者的描述中，我们可以看到，契丹本土的饮食、服饰、制度在中原文化

的提升下变得高级精致，其程度已不容使者轻视鄙夷。 

对于这种尽习“中国”的“今之夷狄”、对于契丹文化之兼杂胡俗华风，使者们有着怎样的

感受和评价呢？他们敏感地察觉到，契丹之学习中华并非一心一意的全盘汉化，而是以“胡俗”

为本位，以“华风”缘饰之，骨子里本性难移。使者从中预感到“中国”文化所面临的一种前所

未有的威胁，为此感到十分不安和不适。1077 年（宋神宗熙宁十年，辽道宗大康三年）苏颂第

二次出使至广平淀，他说，契丹“礼意极厚。虽名用汉仪，其实多参辽俗。”他在诗中以一种漫

画式的笔法强调契丹在礼乐外表下的夷狄本色：“辽中宫室本穹庐，暂对皇华辟广除。编曲垣墙

都草创，张旃帷幄类鹑居。朝仪强效鹓行列，享礼犹存体荐余。”6苏颂将房屋和帐篷合一的“毡

庐”比作“鹑居”，更突出夷狄“野处而居，无定所”的生活习惯；以“鹓行”喻朝官班行而与

“鹑居”相对，令人有沐猴而冠之感；春秋时代祭祀享礼时解牲体之半而荐，7而契丹今犹存之。

苏辙的所见所感与苏颂相同，认为契丹之华化其实徒有其表、表里不一：“礼成即日卷庐帐，钓

鱼射鹅沧海东。秋山既罢复来此，往返岁岁如旋蓬。弯弓射猎本天性，拱手朝会愁心胸。”8杂糅

“华风”的“胡俗”其实是对“华风”本身进行了篡改，在这里“华风”失去了纯正性，看朱似

碧，染素成缁，似是而非，难以辨认，这使苏颂感到难以忍受：“沙眯目看朱似碧，火熏衣染素

成缁。”
9
  

路振《乘轺录》中有一则误载很能说明在宋使心中契丹虽非古之“夷狄”可比，但毕竟还是

“夷狄”。据路振说，他在中京觐见萧太后时，萧太后和丞相韩德让所生私生子已十余岁，胡帽

锦衣，嬉戏于太后前；宴会时，群臣给圣宗进酒，韩丞相避席而拜，圣宗居然派这个私生子去请

他免礼就坐。他还言之凿凿地说，萧太后幼时曾许嫁韩德让，景宗死后，圣宗年幼登基，韩氏世

                                                        
1 路振：《乘轺录》,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46、63-66 页。 
2 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 155“庆历五年”，3772 页；叶隆礼：《契丹国志》卷 24《余尚书北语诗》，上海古

籍出版社，1985 年。                                                              
3 余靖：《契丹官仪》，《武溪集》卷 18，《宋集珍本丛刊》3 册，305-306。 
4《辽史》卷 56《仪卫志二》，906 页。 
5 宋绶：《契丹风俗》，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119-120 页。 
6 苏颂：《广平宴会》及自注，《苏魏公文集》，175 页。 
7 杨伯峻编著：《春秋左传注》“宣公十六年”，北京：中华书局，1990年，769页。 
8 苏辙：《虏帐》，《栾城集》卷 16，《苏辙集》，322 页。 
9 苏颂：《契丹纪事》，《苏魏公文集》，17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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典军政，萧太后恐不利于孺子，乃私通韩德让，并鸩杀其妻。1已有学者指出，路振所见童子实

为韩德让侄孙耶律宗福，其所言实属荒谬。2萧太后与韩德让私通之事在宋朝广泛流传，《长编》

多次提及，其真伪已不易辨。但路振所载说明，他认为契丹人对于国母与丞相私通恬然不以为丑，

完全不在乎汉使观感，不顾忌国际舆论，夷狄之无纲常伦理以至于斯！所以说，“夷狄”学习“中

华”不过袭其皮相而不得精意，根本就没有把伦理纲常作为立国之本，而这才是“华夷之辨”的

根本。 

另一方面，正如苏颂、苏辙诗中所说：“玉帛系心真上策，方知三表术非疏”；“甘心五饵堕

吾术，势类畜鸟游樊笼”，3宋使毕竟还是把契丹学习中国文化当作一件好事，认为夷狄将逐渐被

礼义驯化，失其勇武好战之风，爱好和平定居生活，满足于岁币交聘，无复侵盗之心。元丰六年

（1083 年），苏颂编订了与辽朝的外交文件汇编《华夷鲁卫信录》，他将其中有关辽朝历史和现

状的文献编为《契丹世系》、《国俗》、《官属》、《宗戚》、《俸禄》、《关口》、《道路》、《蕃军马》、

《州县》、《蕃夷杂录》，这一编目反映出宋人对辽朝的基本认识，概括出辽朝的基本面貌和特点。
4它说明，在宋人的心目中，辽这个夷狄之国，固然不能与“中国”平等，但它不再“兴灭无常”，

而是建立了稳定的政权，虽然在制度上仿效“中国”，但却形成了自己的特色，持有强大的武装

力量，在幅员三千余里的国土上建立都府州县，将奚、渤海等诸多“蕃夷”包含其内，并能与“中

国”维持上百年的和平交往关系。于是，在宋人的心目中，那个以“中国”为中心的同心圆似的

“天下”变成了华夷南北两两相对的“天下”，华夷并立、南北对峙、各保其土、永久和平似乎

成了“天下”应有的正常秩序。 

这样一种心态和观念，在彭汝砺的使辽诗中反映得最为突出，令人印象深刻。据《宋史》本

传，彭汝砺于治平二年（1065）举进士第一，在熙丰、元祐、绍圣年间的政治风云中，他表现正

直，对新党旧党皆不阿附。5他于 1091 年（宋哲宗元祐六年，辽道宗大安七年）使辽，来到摘星

岭这个“天以别华夷”的分界线上，他却说：“天地万物同一视，光明岂复疆域别。更远小人褊

心肝，心肝咫尺分秦越。”6他没有强调贵中华而贱夷狄，没有感叹即将深入异域的悲苦，而是表

示对南北秦越应一视同仁，不因疆域有别而仇视他者。在摘星岭上，南北使者各置酒三盏，辽朝

接伴使举酒相劝说：“人情似酒一般深”，为此，彭汝砺赋诗云：“涿鱼尚可及人信，胡越何难推

以心。”7他还在诗中记下了中京契丹伶人的口号：“南北生灵共一天”，“年年欢好似今年；8记下

了契丹接伴使的祝愿：“不问南朝与北朝”，“欢娱长祗似今朝。”9看样子，华夷南北永久和平相

处的局面已是当时人们的一种共同心愿。     

 

三、“朴茂之风亦替” 

 

从金太祖到金熙宗时期，女真族暴兴骤起，在短短的十余年间，从一个落后的氏族部落联盟

迅速发展壮大，灭辽灭宋，占据中原，从生产生活方式、典章制度、礼仪风尚等各个方面迅速学

习、吸收中原汉地文明；在征服中原的过程中，也用残酷的暴力手段消灭氏族贵族势力、军阀势

力，迅速建立了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从订立海上之盟到达成绍兴和约，宋朝频繁向金

                                                        
1 路振：《乘轺录》， 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记十三种疏证稿》，45、64、66 页。 
2 蒋金玲：《路振〈乘轺录〉所记韩氏子考辨》，《北方文物》2010 年第 2 期。 
3 苏颂：《广平宴会》；苏辙：《虏帐》。 
4 苏颂：《华夷鲁卫信录总序》，《苏魏公文集》卷 66，1005 页。  
5《宋史》卷 346《彭汝砺传》，北京：中华书局，1985 年，10974-10976 页。 
6 彭汝砺：《望云岭》，《鄱阳集》卷 12，《宋集珍本丛刊》24 册，141 页。 
7 彭汝砺：《望云岭饮酒》，《鄱阳集》卷 7，同上，80 页。 
8 彭汝砺：《记中京伶人口号》，《鄱阳集》卷 12，同上，141 页。 
9 彭汝砺：《记使人语呈子开侍郎深之学士二兄》，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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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派遣各种名义的使者，这些使者所撰写的行记和回忆录见证了女真族疾风暴雨般的兴起，在文

化面貌上的巨大变化，也表达了他们对之的情绪、态度和评价。1在这些使者的眼中，金人对辽、

宋文化与制度的吸收速度惊人，气势宏大，但同时，这也是一个迅速丧失“朴茂之风”而腐化堕

落的进程。 

1122 年（宋徽宗宣和四年，辽天祚帝保大二年，金太祖天辅六年），马扩来到女真本部商议

联合攻辽。这时，女真正处于初兴时期，马扩随同阿骨打一起打围，他看到当时女真最高统治集

团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没有繁文缛节，没有君臣尊卑上下之别。打围中间，马扩与阿骨打及其

部下共食，在土炕之上摆设矮桌子，或直接摆上木盘，每人一碗稗饭，菜品有盐渍的齑韭、野蒜、

长瓜，有或烤或煮或生切的各种肉食，以芥蒜腌制，用刀切肉而食，饭后，以薄酒传杯冷饮。马

扩说“谓之御宴者亦如此”，叹其简朴粗糙。十余日后，马扩以宋使身份向阿骨打递上国书并赴

宴。当时，已号称皇帝的阿骨打并没有修建宫殿，只有一间房屋，炕上设金装交椅两副，阿骨打

与其夫人并坐，而另一位夫人亲理杂务。阿骨打对马扩说：“我家自上祖相传，止有如此风俗，

不会奢饰。只得个屋子，冬暖夏凉，更不必修宫殿劳费百姓也，南使勿笑。”不过，马扩看到，

其他的女真贵族已经将从辽上京虏掠来的乐工列于屋外，“玩狎悦乐”起来了，独阿骨打“不以

为意,殊如不闻。”2  

从马扩的记述中可以看出，宋人其实相当欣赏女真初兴之时的淳朴风俗，而尤其赞赏其君臣

官民之间没有天悬地隔的差距，比较平等。洪皓《松漠纪闻》说： 

胡俗旧无仪法，君民同川而浴，肩相摩于道。民虽杀鸡，亦召其君同食，炙股烹脯，以

余肉和荠菜，捣臼中糜烂而进，率以为常。吴乞买称帝，亦循故态，今主方革之。
3
 

南宋时一位不见史传记载的使者陈准曾记录女真族在战争中实行的军事民主制度，应不是亲

眼所见，而是一种追记，其说在南宋流传甚广： 

自主将至卒皆自驭，无从者。以粟粥燔肉为食，上下无异品。国有大事，适野环坐，画灰而

议，自卑者始，议毕即漫灭之，不闻人声，其密如此。军将行，大会而饮，使人献策，主帅听而

择焉，其合者即为将，任其事。师还，有大会，问有功者随功高下与之金，举以示众。众以为薄，

复增之。4 

朱熹对此评价说：“赏罚如此分明，安得不成事!”5靖康元年（1126）陷金而于绍兴十年（1140）

回到南宋的张汇详细生动地记述了女真初兴之时君臣、官民无别的风俗，并评价说：“君臣晏然

之际，携手握臂，咬头扭耳。至于同歌共舞，莫分尊卑而无间。故譬诸禽兽，情通心一，各无觊

觎之意焉。”6可见，女真初兴时的原始民主制被宋人看作是女真族能够上下团结，所向披靡的重

要原因。宋人将这种氏族部落时期略无礼法的风俗称之为“朴茂之风”，而汉化的进程同时也是

珍贵的“朴茂之风”迅速丧失的过程：“近年称尚汉仪，朴茂之风亦替。”7 

                                                        
1 这一时期保留至今的使金行记和回忆录有：1、钟邦直《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2、马扩《茅斋自叙》；3、

洪皓《松漠纪闻》；4、郑望之《靖康城下奉使录》；5、李若水《山西军前和议奉使录》；6、傅雱《建炎通问

录》；7、王绘《绍兴甲寅通和录》。除《茅斋自叙》和《松漠纪闻》为回忆录外，其他均为使者例行提交的“行

程录”或“别录”。佚失的尚有：连南夫《宣和使金录》、章谊《章忠格奉使金国语录》。这些文献的作者、时

间、著录、版本情况，见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考》。 
2 马扩：《茅斋自叙》，傅朗云辑注，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四集《金史辑佚》，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0

年，109-111 页。 
3 洪皓：《松漠纪闻》，翟立伟标注，李澍田主编：《长白丛书》初集，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86 年，33 页。 
4 陈准：《北风扬沙录》，李澍田辑注，《长白丛书》四集《金史辑佚》，3页。相同记载还见于刘忠恕：《裔夷谋夏

录》，《全宋笔记》第 5编第 1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76页；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重和

二年正月十日丁巳”，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9页； 
5《朱子语类》卷 133， 2882 页。 
6 张汇：《金节要》，傅朗云辑注，《长白丛书》四集《金史辑佚》，59-60 页。 
7 佚名：《呻吟语》，《全宋笔记》第 4 编第 8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年，39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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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5 年（宋徽宗宣和七年，辽天祚帝保大五年，金太宗天会三年）正月，许亢宗一行来到

金上京会宁府（今黑龙江阿城），这时，女真已经在礼仪、典制、宫室、风俗等各方面迅速向中

原王朝看齐，使者们再也感觉不到什么“朴茂之风”，看到的是暴发户似的大摆排场，耀武扬威。

进入辽东地界，使者们在咸州（今辽宁开原县）受到隆重的接待。州守出迎，完全遵照辽接待宋

使者的礼仪，乐队所用乐器一件不少，曲调也与中朝一样，但使者听出了不对的地方，“腰鼓下

手太阔，声遂下”，“管笛声高，韵多不合”。舞蹈规模很大但很难看：“舞者六七十人，但如常服，

出手袖外，回旋曲折，莫知起止，殊不可观也”。次日于州守宅中的宴会，较之马扩当年参加的

“御宴”不知要讲究多少，尤其吸引使者注意的是“茶食”和“肉盘子”，这两道富有女真民族

风味的食物如今排场十足，只有重大宴会才会摆上。然而在宴席之后，中使宣读宋使所上谢表，

女真大臣却故意挑衅，硬说其中“祗造邻邦”典出《论语》“蛮貊之帮”，有轻视大金的意味，使

长许亢宗罗列《尚书》、《论语》中的若干句子加以驳斥，并讽刺说“须到阙下，当与曾读书人理

会。”可见，当时女真官员已能读汉文典籍，但却是半通不通的。 

终于来到会宁府朝见金太宗，这时的女真朝廷已不复当年可比。上京看起来仍然十分荒凉，

与其说是一座城市不如说一片牧地：“一望平原，旷野间有居民数十家，星罗棋布，纷揉错杂，

不成伦次，更无城郭里巷，率皆背阴向阳，便于牧放，自在散居。”但建造在这一片旷野之中的

皇城即使在来自宋朝东京的使者看来，也是“甚壮”、“甚侈”的。大殿尚未修建完毕，但那壮观

的规模已经显现出来：“木建殿七间甚壮，未结盖，以瓦仰铺及泥补之。以木为鸱吻及屋脊用墨，

下铺帷幕，傍额曰‘乾元殿’，阶高四尺许，阶前土坛方阔数丈，名曰龙墀，两相旋结，架小苇

屋，幂以青幕，以坐三节人。”殿内仪卫人数众多，使者朝见的礼仪也变得十分繁缛，与三年前

马扩参见阿骨打并递上国书的场面真有天渊之别。朝见当天，于殿前设“御厨宴”，所食依然是

各种具有女真特色的肉食面食，但食具酒器已极尽奢华，甚至出现了传说中纣王所用的象箸，传

达出浓厚的腐化气息：“前施朱漆银装镀金几案，果楪以玉，酒器以金，食器以玳瑁，匙箸以象

齿。”次日宴会上演了大规模的乐舞，有马戏、杂技、杂剧，节目繁多，场面宏大热闹，“服色鲜

明，颇类中朝。”但是，使者下面的这段描写则透露出诡异的味道：“又有五六妇人，涂丹粉艳衣，

立于百戏后，各持两镜，高下其手，镜光闪烁，如祠庙所画电母，此为异尔。”
1
 

使者非常细致地描述出女真在全面学习中原礼乐文化的同时总是在其中夹杂着女真族自身

的特色，这一切既让使者觉得“类”又感到“异”，对于这种既类己又异己的“他者”，使者表现

出相当严重的厌恶和恐惧，相比之下，北宋使者对于契丹之参杂胡汉不过是不安、不适和嘲弄。

在使者眼中，女真壮丽的宫殿、奢华的器具、讲究的仪式，处处透露着“夷狄”凌驾甚至要包吞

“中国”的可怕野心。 

洪皓于 1129年（宋高宗建炎三年，金太宗天会七年）出使被扣，至 1143 年（宋高宗绍兴十

三年，金熙宗皇统三年）被放归，他在金的十五年正是金朝大规模迅速地采用中原典章制度、建

立中央集权国家的时期。在《松漠纪闻》中，他有意识地详细记录了金朝制定的官制、法律、科

举，但他要强调的是，从文字表面来看，金朝制度的规模立意不可谓不宏远，不但兼采辽宋，甚

至远追盛唐，表现出要成为中国正统王朝的强烈意愿。但是，这个急切地渴望成为“中国”的“夷

狄”，是根本无法真正成为“中国”的，“中朝制度”的门面难以掩盖野蛮贪残的夷狄本性，而腐

化堕落却随着文明的进程日甚一日。 

金熙宗即位后大杀宗室，由多头政治演化为皇权独尊，他于皇统元年（1141年）亲祭孔庙，

以儒家作为立国基础，又于皇统三年（1143 年）颁行《皇统新律》，“大氐依仿中朝法律”。但洪

皓却揭露说，这个“完善”的法律制度在具体执行过程中却是“率皆自便”的，“如殴妻至死，

                                                        
1 以上引文见于钟邦直撰《宣和乙巳奉使金国行程录》，亦即《许亢宗行程录》，贾敬颜：《五代宋金元人边疆行

记十三种疏证稿》，243-244、248-249、252-253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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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用器刃者不加刑，以其侧室多，恐正室妒忌。汉儿妇莫不唾骂。以为古无此法，曾臧获不若也。”
1
这个例子说明金人虽依仿“中朝法律”，但却一味袒护腐化而贪暴的女真贵族。《松漠纪闻》详

记金朝科举制度，能补《金史·选举志》之阙。据《金史·选举志》，金朝科举制度兼采唐、宋

而增损之，不但远超辽代，“其及第出身，视前代特重，而法亦密焉。”
2
从洪皓所记乡试、府试、

会试三级考试制度和科目来看，确实是“井井然有条而不紊”。但是，洪皓指出，金朝的科举制

度不但不公：“近岁上、中、下甲杂取十名，纳之国中，下翰林院重考，实欲私取权贵也。”而且

官场贪贿公行，进士及第的吏员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省部有令史，以进士及第者为之，又有

译史，或以练事，或以关节。凡递勑（敕，诏令）或除，州太守告，令史、译史送之，大州三数

百千，帅府千缗。若兀术诸贵人除授，则令宰执子弟送之，获数万缗。”
3
如此一来，科举制度举

贤、教化之意全然丧失。洪皓在《松漠纪闻》中全文收录天眷二年（1139年）《奏请定官制札子》

以及翰林学士燕地汉族士人韩昉所撰颁行诏书。
4
制定“天眷官制”的精神正是宗宪所说：“方今

奄有辽宋，当远引前古，因时制宜，成一代之法。何乃近取辽人制度哉？”
5
它在金朝建立中央

集权官僚制国家的过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但洪皓则告诉宋人，这一套出自宇文虚中之手、参用

唐宋的煌煌制作，实际上不过“文具”而已。最严重的问题要算是监察制度形同虚设：“故官吏

赃秽，略无忌惮。其恃权势者，恣情公行，民不堪命。”另外一个严重的问题是没有磨勘之法，

官吏迁转的程序极不合理。
6
 

                          

四、面对另一个“中国” 

 

1141 年（宋高宗绍兴十一年，金熙宗皇统元年）十一月，宋金达成和议，宋向金称臣纳贡。

1143 年（宋高宗绍兴十三年，金熙宗皇统三年）十二月，宋金互派使者贺正旦，从此正式开始

通使，直至 1217 年（宋宁宗嘉定十年，金宣宗贞祐五年）金在蒙古压迫之下向宋开战，两国结

束外交关系。其间，除完颜亮南伐（1161 年）和“开禧北伐”（1206 年）时期，宋金之间保持通

使七十余年。在这七十年之间，宋朝前往金朝的使者都是行经淮北、河南、河北到达金朝中京即

燕京（今北京），他们途经的并非“异域”而是中原故土，他们更多接触的并非“夷狄”而是陷

于“胡虏”的遗黎，其惭愤哀痛可想而知。宋光宗时代（1189-1194）的诗人姜特立，其父在靖

康年间殉难，当他一踏上中原大地，丧父之恨、亡国之痛一下子被生生唤醒，成了切身感受：“中

原旧事成新恨，添得归来两鬓霜。”7这句诗说出了七十年间出使金朝的南宋使者共同的痛苦体验。

这一时期保留至今的使金行记有：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周煇的《北辕录》、

程卓的《使金录》。8此外，尚有大量纪行诗可以作为补充材料。9 

宋金绍兴和议之后，宋朝要向金朝称臣纳贡，金朝事实上已经取代宋朝成为中原王朝、天下

                                                        
1 洪皓：《松漠纪闻》，翟立伟标注，《长白丛书》初集，34 页。 
2《金史》卷 51《选举志》序论，北京：中华书局，1975 年，1129-1130 页。 
3 洪皓：《松漠纪闻》，翟立伟标注，《长白丛书》初集，37-39 页。 
4 同上，44-46 页。 
5《金史》卷 70《宗宪传》，1615 页。 
6 洪皓：《金国文具录》，《全宋笔记》第 3 编第 7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 年，143-144 页。 
7 姜特立：《使北二首》，《梅山续稿》卷 1，《宋集珍本丛刊》48 册，52 页。 
8 其中，楼钥的《北行日录》、范成大的《揽辔录》是日记体的私人行记，其他都是“语录”。此外，见于著录的

使臣行记还有：雍希樱《隆兴奉使审议录》、姚宪《乾道奉使录》、韩元吉《金国生辰语录》、郑俨《奉使执礼

录》、赵味远《使北本末》、郑汝谐《聘燕录》、余嵘《使燕录》，均己佚失。关于上述文献的作者、时间、著录、

版本情况，见刘浦江《宋代使臣语录》。相关研究除前引赵永春、李德辉文之外，还有李辉的《宋金交聘制度

研究》第 5章《宋金交聘史料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黄玲：《宋代使金行记文献研究》，王雪玲副

教授指导，陕西师范大学 2011年硕士论文。 
9 除收录于个人文集外，北京大学古文献研究所编《全宋诗》收录较全，由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年全部出齐。 



DEP
A

RT
M

ENT OF SOCIOLOG
Y   PK

U

  1  9  2  2
 35 

之主。在这样的局势下，使者们通过亲身见闻指出，所谓的“大金”乃是一个僭窃中原、虏待我

民的异族政权，它并没有把中原真正当作自己的家园，而是对中原、汉族实行剥夺镇压的统治政

策，具有强烈的殖民性质。这种观察和书写，确实暴露了金朝一直相当严重的民族矛盾，但南宋

士人在仇恨情绪下的“偏见”也很明显。 

楼钥于乾道五年（1169 年）十月使金，时金世宗大定九年。金世宗即位之后，一面为了挽

救中原女真族的腐败，发动复兴女真文化的运动，一面极力提倡儒家，兴学养士，实行对宋和好

政策，积极恢复生产，缓和民族矛盾。“大定之治”被称为金朝的盛世，中原人民誉金世宗为“小

尧舜”，名声传到了南宋，朱熹曾加以议论。1而楼钥在《北行日录》中所记的汉族吏民却全都对

金朝统治极其怨恨，有很强的民族意识，从没有把金朝当做自己的国家，甚至视之为“贼”。楼

钥一行在前往开封途中遇到运载交子的车辆向北行驶，楼钥评论说：“金人浚民膏血以实巢穴，

府库多在上京，路途中见运送车辆。河南之民甚贫，钱亦益少。”过东京之后，又遇到给戍边十

年不归的女婿送衣物的老人，其中有人告诉他大定十年将实行新的兵制，依照物力纳钱于官以充

军费，剥削十分严酷；又有人告诉他金人设千户驱使汉人与南朝作战，他们遇到“王师”皆不尽

力，往往一战而散。楼钥回程经过相州（今河南安阳），驾车人告诉使者金朝正在准备和蒙古开

战，军吏向使者控诉说：“我见父母说生计人口都被他坏了，我辈只唤他作贼。应河南、河北钱

物都般向里去，更存活不得。”2 

第二年，范成大出使经过东京，他全文抄录了海陵王于 1154 年（宋高宗绍兴二十四年，金

海陵王贞元二年）设立的交钞所钞文，并评论说这是金朝实行的一种残酷盘剥河南地区的殖民政

策：“交钞所者，金本无钱……又不欲留钱河南，故仿中国楮币，于汴京置局造官会，谓之交钞，

拟见钱行使，而阴收铜钱，悉运而北。过河即用见钱，不用钞。”3金人把聚敛来的财物运回北方

老家，说明他们并没有把黄河以南地区真正当作自己的国土。金朝的殖民性质似乎已经成为南宋

士人的普遍认识，正如 1193 年（宋光宗绍熙四年，金章宗明昌三年）使金的许及之诗云：“辇却

民财积上京，民贫政自不关情。”4范成大在燕京近郊的定兴县客邸遇到一个在战争中被掳掠的南

人女僮，两颊刺着“逃走”二字，她“云在淮乡有父兄”，还告诉范成大，在金朝主家可以私自

给奴仆黥面，甚至可以随意杀之：“屠婢杀奴官不问，大书黥面罚犹轻。”5这件事一方面客观反

映了女真族占据中原后奴隶制发达起来，同时这个女僮也象征了金朝治下中原遗民奴隶般的生存

状态。 

金朝入主中原之后以正统王朝自居，尤其是熙宗、海陵王、世宗时代，各方面的礼仪制度

迅速汉化，但也夹杂民族特色。在使者眼中，这无疑是“中华”礼乐已经被“夷狄”从内部篡改，

失去了纯正本色，这不由得让使者们格外伤叹：在中原大地上已经很难找到原来的“中国”文化

了！为了弄清金人和议的条件，洪皓之子洪适于 1164 年（宋孝宗隆兴二年，金世宗大定四年）

十二月出使金朝，当他途经保州（今河北保定），一早醒来，听到城头鸣角之声已参杂“胡音”，

顿觉怪异：“谁向城头晓鸣角，胡音嘈嘈不须听。”接着就伤叹起来：“已把哀笳变清角，可伤任

昧杂韶英。”6 范成大发现“虏乐悉变中华”，当他在真定（今河北正定）的宴会上终于观赏到汴

京旧乐工演奏的乐舞《高平曲》时，不禁感慨万分：“老来未忍耆婆舞，犹倚黄钟衮六么。”71170

                                                        
1《朱子语类》卷 133，2885 页。 
2 以上引文均见楼钥：《北行日录》，顾宏义、李文整理标校：《宋代日记丛编》，上海书店出版社，2013 年，

1194-1196、1213 页。 
3 范成大：《揽辔录》，《宋代日记丛编》，797 页。关于《揽辔录》流传和版本问题，参见陈学霖：《范成大揽辔录

传本探索》，《宋史论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 年，241-285 页。 
4 许及之：《夺玉石桥》，《涉斋集》卷 17，《宋集珍本丛刊》61 册，120 页。 
5 范成大：《清远店》，《石湖居士文集》卷 13，《宋集珍本丛刊》48 册，387 页。 
6 洪适：《次韵保州闻角》，《盘洲文集》卷 5，《宋集珍本丛刊》45 册，83 页。 
7 范成大：《真定舞》及注，《石湖居士文集》卷 13，《宋集珍本丛刊》48 册，38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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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宋孝宗乾道六年，金世宗大定十年）正月，楼钥一行在燕京皇宫朝见金世宗，他惊叹燕京宫

殿的恢弘华丽远远超过两宋宫城，十分详细地记录了皇宫建筑、陈设、仪卫以及朝贺礼仪。号为

“金殿”的中宫里那镶嵌七宝的主座、茶床、桌帏，“皆本朝旧物”，御榻后照屏画龙也“如本朝”，

官员服装品级也和“我朝”大致相同，但是，殿上铺设大花毡，又加以佛狸毯，“夷狄”的味道

一下子就出来了。朝贺礼仪大抵“皆如本朝”，但给国主上酒显得很草率，楼钥感到“其礼文不

伦如此”。乐舞“大率学本朝”，但“装束甚异”，其中夹杂的女真音乐令使者不忍卒听：“乐声焦

急，歌曲几如哀挽，应和者尤可怪笑。”1同年八月，来到燕京觐见的范成大对金朝皇宫的建筑、

规制、仪卫观察得更加仔细，贬斥也更加明显：“制度不经，工巧无遗力，所谓穷奢极侈者。”范

成大在《揽辔录》中全文摘录了大定二年（1162 年）的颁定官制诏书，还记录了金朝十四路地

方行政制度以及“遵中国之式”的《大明历》，但范成大要强调指出的是“金既蹂躏中原之地，

制度强效华风，往往不遗余力，而终不近似。”2  

最让使者感到伤痛、恐惧的，还并不是“夷狄”强效“华风”却终不近似，而是中原人民已

习染“胡俗”，逐渐同化于“夷狄”。华、夷之间如此双向的浸染混合，最终将使整个中原尽成“异

域”，汉人皆变“北人”。对于使者们来说，真正可怕的，其实是形成了一种“变质”的中原文化，

它将僭窃“中国”之名号，混淆甚至取代“中国”。 

当楼钥在开封看到接待使者的承应人“或跪或喏，跪者北礼，喏者犹是中原礼数，语音亦有

微带燕音者”，他感到“尤使人伤叹”。一至久陷夷狄的燕地，他发现“人物衣装又非河北比，男

子多露头，妇人多耆婆。把车人云：‘只过白沟，都是北人。’”3燕人已皆化为“北人”，那么，

中原沦陷日久也将无复有“中国”之人！范成大所见所感比之楼钥更加严重，故都东京“民亦久

习胡俗，态度嗜好，与之俱化，最甚者衣装之类，其制尽为胡矣。”4相国寺依旧繁华，寺榜虽然

还是宋徽宗御书，而寺中杂货“皆胡俗所需而已”。5不仅故都，其实一过淮河，汉族男性的服制

皆已胡化：“戴冠者绝少，多绾髻，贵人家即用珠珑鏓冒之，谓之方髻。”在相州（今河南安阳），

中原遗民见使者“往往垂涕嗟啧，老姬跪拜者尤多，指使人云：‘此中华佛国人也’。”可见其身

为“中华”之人的历史记忆已经遥远模糊。至邯郸，见城墙之外有居民以长竿挑一白狗，又以一

竿缚茅草浸酒，上面有揭条，人们告诉他，这本是女真人祭天禳病之俗，如今则为汉人效法。6又

过了七年，于 1177 年（宋孝宗淳熙四年，金世宗大定十七年）出使的周煇已经感到：“绝江渡淮，

过河越白沟，风声气俗顿异，寒暄亦不齐。”7金宋以淮河为境，本是人为划定，其南北皆中国大

地，但分离半个世纪之后，已使人觉得两国之分界竟也如天设地造一样。他一入境即观察到，人

物冠服南北已迥然有异，而且“北人”衣冠尚简，贵贱尊卑略无分别，简直没有什么礼教了：“有

位者便服，亦止用皂纻丝或番罗系版绦，与皂隶略无分别。绦反插，垂头于腰，谓之有礼。无贵

贱皆著尖头靴，所顶之巾谓之蹋鸱。”8 

我们透过使者的眼睛不难看到，金宋两国的文化风貌越来越各具特点，越来越有了明显的差

异，在中国之内已经形成了两个“中国”。 

    

五、结语：“华夷之辨”与“中国”意识的争夺 

                                                        
1 楼钥：《北行日录》，《宋代日记丛编》，1208-1209 页。 
2 范成大《揽辔录》，《宋代日记丛编》，799-800 页。 
3 楼钥：《北行日录》，《宋代日记丛编》，1194、1203 页。 
4 范成大《揽辔录》，《宋代日记丛编》，797 页。 
5 范成大：《相国寺》及自注，《石湖居士集》卷 13，《宋集珍本丛刊》48 册，384 页。 
6 范成大《揽辔录》，《宋代日记丛编》，797-798 页。 
7 周煇：《清波杂志》卷 3“朔北气候”条，《全宋笔记》第 5 编第 9 册，郑州：大象出版社，2012 年，33 页。 
8 周煇：《北辕录》，《宋代日记丛编》，113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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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特夫将辽、金、元、清归并为所谓“征服王朝”，虽然影响很大，但在中国学界一直存在

较大争论。1但很多学者都认识到，辽、金文化的形成确实很难以“汉化”概括之，而是契丹、

女真文化与中原汉族文化相互“涵化”的结果，辽、金文化是一种既有别于原契丹、女真文化又

有别于原“中国”文化的“第三种文化”。2尤其是金朝，中原大地在一百余年漫长的时间里多民

族杂居、融合，并在融合中产生了新的一体化趋势，这必将导致原来的中原文化有所变容，整个

北方形成一种不同于南方的文化状况。如上文所述，自居“中国”的宋朝使者们对这一现象有着

极其负面的印象、感受和评价。使者们对辽、金文化的这种实际观察和感受告诉我们，宋人“华

夷之辨”所欲严辨之“夷”，并非是与“中华”处处适相反对的“古之夷狄”，而是杂糅华夷、兼

容胡汉、颇类“中华”的“今之夷狄”，比较起来，宋朝使者们对没有受到多少汉化的“夷狄”

如处于初兴阶段的女真、蒙古，反而有所欣赏赞美。3 

“今之夷狄”以他们那种貌似“中国”的杂交文化改窜、混淆了真正的“中国”文化，使

“中国”文化失去了原本纯正的面貌。尤其是金朝，不但已经盗取中国的土地和人民，而且还一

心要取代宋朝成为中国之正统，连“中国”的名号也将为之窃夺。在这种情况下，“今之夷狄”

那种貌似“中国”的杂交文化具备了僭夺、取代原有“中国”文化的态势，从而会使真正的“中

国”文化彻底消失。这种忧患恐惧是以前从来没有过的，宋人的“华夷之辨”要表达的不仅是民

族危机而且是很深刻的文化危机，这也是宋以前的“华夷之辨”所没有的内容，我们也可以在这

个意义上理解宋人的“华夷之辨”为何那么峻急，为何坚决反对“以夏变夷”。这种“华夷之辨”

落实在文化实践上就是要求清除杂入“中国”的“夷狄”因素，恢复“中国”文化之纯正本质，

确立一种纯粹的或者说在纯粹性上超越前代的“中国”文化。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其结果其实是

塑造了一种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渐趋单纯和收敛”的“宋型文化”。4 

与北宋对峙的“北朝”辽已具有较强烈的“中国”意识。据学者研究，兴宗以后，契丹自

称“中国”已明确见诸文献和墓志碑刻，道宗以后，自称中国“正统”的史料更是频繁出现。5占

据中原百年的金朝更是不断地运用各种政治、文化手段来宣称自己已取代宋朝成为“中国”，“德

运”和“正统”的讨论最具有代表性。6金朝后期的儒士如赵秉文在“正统”问题上与南宋道学

                                                        
1 魏特夫、冯家昇合著的《辽代社会史》（1949）提出了所谓“征服王朝”论，将历代少数民族建立的王朝分为

两大类型，南北朝时期的北魏、北周、北齐属于“渗透王朝”，而辽、金、元、清则属于“征服王朝”。“征服

王朝”的主要特点在于，在中原建立统治的同时，精心维持着北方根据地，并形成多元并存的政治、经济体制；

在文化上，具有民族本位意识，不是单向地被汉族文化同化，而是双向的“涵化”从而形成“第三种文化”。

参见魏特夫：《中国辽代社会史总述》，苏国良等译，郑钦仁、李明仁主编：《征服王朝论文集》，台北：稻香出

版社，2000 年，1-69 页。 
2 参见陶晋生：《传统中国对外关系的省思：以宋辽金时期为例》，《宋辽金史论丛》，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

年，17-34页。 
3 1221 年出使河北蒙古军营的赵珙在《蒙鞑备录》中感叹蒙古“有太古风”，对蒙古人的真实不妄、淳朴笃诚表

现出发自内心的欣羡。见王国维：《蒙鞑备录笺证》，《王国维全集》第 11 卷，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9

年，356 页。 
4 参见傅乐成：《唐型文化与宋型文化》，《汉唐史论集》，380 页；刘子健：《中国转向内在》第一部分《从北宋到

南宋》，赵冬梅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2 年，6 页。 
5 赵永春、李玉君：《辽人自称“中国”考论》，《社会科学辑刊》2010 年 5 期；刘浦江：《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

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 
6 饶宗颐：《中国史学上之正统论》，上海远东出版社，1996 年，51 页。关于金朝“中国”、“正统”意识的研究，

可参见：Hok-lam Chan（陈学霖）. Legitimation in Imperial China :Discussions under the Jurchen-chin 

Dynasty(1115-1234)（中华帝国的“正统”：金朝德运争论）,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84；刘浦江：

《德运之争与辽、金王朝的正统性问题》，《中国社会科学》2004 年第 2 期；赵永春：《试论金人的中国观》，《中

国边疆史地研究》2009 年第 4 期；熊鸣琴：《金人“中国”观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 年；齐春风：《论

金朝华夷观的演化》，《社会科学辑刊》2002 年第 6 期；刘扬忠：《论金代文学中所表现的“中国”意识和华夏

正统观念》，《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5 年第 5 期；王明荪：《南宋及金朝的“中国”观》，《第三届海峡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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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看法完全相同，认为判别中国之“正统”的标准既不是具体的地域也不是种族，而在于是否以

“公天下之心”行“公天下之道”：“《春秋》：‘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

西蜀僻陋之国，先主武侯有公天下之心，宜称曰汉，汉者，公天之言也。自余则否。”1如此一来，

金朝、南宋双方都借着把“中国”抽象化、义理化，而宣称对“中国”的独占。 

两宋“华夷之辨”的峻急、“中国”意识的强化正好说明还另有一种北朝的“中国”意识的

存在，并对之形成巨大的挑战和威胁。重要的是，这个北朝的“中国”意识是不能以“民族主义”、

“国族观念”来定义的。在这个时代及其之后乃至于近代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并不就是宋朝

那种强调同质性、转向内向化的“中国”，“中国”意识更不可以被宋朝那种有着现代国族主义色

彩的“中国”意识所垄断。
2
有人曾告诉朱熹，金朝进士所作之赋“气脉厚”，朱熹说：“那处是

气象大了，说得出来自是如此，不是那边人会。”
3
本身就是鲜卑族后裔的元好问在金亡后编撰了

《中州集》，其中收录了不同民族、地域的诗人及其作品，有由宋入金的宇文虚中、蔡松年、吴

激等人，有由辽入金的王枢等人，有出于渤海大族的王庭筠、高宪等人，有女真人完颜璹、完颜

从郁、石抹世勣等人、有契丹人耶律履等人，还有使金被扣的宋人司马朴、滕茂实、朱弁等人，

这样的“中州”反映了金朝多种民族、多元文化混杂交融的状况。由宋入元的遗民家铉翁感叹道： 

盛矣哉！元子之为此名，广矣哉！元子之用心也。夫生于中原而视九州四海之人物犹吾

同国之人,生于数十百年后而视数十百年前人物犹吾并世之人……若元子者,可谓天下士矣!

数百载之下,必有谓予言为然者。
4
 

元好问的“中州”似乎已在呼唤、预示一个包容广大、多种异质性并存的“大中国”的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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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秉文：《蜀汉正名论》，《闲闲老人滏水文集》卷 14，四部丛刊本，10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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